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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知識移轉與學生導向設計對 

學生吸收能力與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 

以學生先備能力為調節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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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眾多，過去研究皆以不同理論歸納出其前置變數，並 

探討兩者的關聯。本研究基於知識轉換理論，輔以行銷概念，提出兩個重要的前置 

變數：教師知識移轉與學生導向，以探討結構模式中各因素之間的顯著性。本研究以

台灣大專校院學生為研究樣本，並以立意抽樣方式取得統計樣本；為降低地區和學校

屬性可能帶來的誤差，致力平衡各群組樣本數。本研究共計收取 801 份問卷。研究 

結果顯示，教師的知識移轉對於學生吸收能力及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影響；學校的學生

導向對於學生吸收能力具有顯著影響；學生先備能力將正向調節教師知識移轉對學生

吸收能力的影響力。根據其研究結果和發現，本研究提出相關理論意涵與實務意涵的

建議，並指出研究限制給未來研究者參考，以豐富研究議題的延續性。 

關鍵詞：教師知識移轉；學生導向；吸收能力；學習成效；先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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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提出「知識經濟」一詞已經十數年，其內涵和本質開始

在經濟、社會、政治、軍事、產業甚至教育領域中深耕，即道出知識的重要性。在 

產業內，知識工作者扮演重要的角色，其知識涵養取代了過去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

如勞力、資本等（Drucker, 1999）。然而，知識工作者的知能養成大部分取決於高等

教育，因為高等教育提供學生成為知識工作者所需的任何要素，包括課程教學、學習

輔導、學習環境等等（Ding, Wei, & Mollohan, 2016; Morley, 2001）。過去大多數研究

皆從產業面或人力資源管理層面討論知識對個人能力發展的影響，卻鮮少有研究提及

高等教育機構應該透過何種方式將知識傳遞甚至散播至學生族群。因此，本研究以 

高等教育機構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學生知識取得與能力累積間的關聯。這是 

本研究動機之一。 

在知識管理的脈絡中，知識的形成過程是由資料（data）至資訊（information）再

至知識（knowledge）。這意味並非所有接收到的資訊或資料都可成為個體能夠運用的

知識，必須經由一連串的轉換過程，方能產生有價值且專屬的知識（Dalkir, 2017）。

知識轉換理論（knowledge conversion theory）提供相關理論基礎解釋知識的形成，它

專注於內隱（tacit）與外顯（explicit）知識間的互動（Nonaka, Byosiere, Borucki, & Konno, 

1994; Nonaka, Reinmöller, & Toyama, 2001; Nonaka & Takeuchi, 1995），其先決條件在

於有價值知識的轉換必須建基於個體之間有共通的先備知識，因此個體之間的異質性

過高將導致知識轉換過程失敗。多數研究採用 Nonaka & Takeuchi（1995）提出的知識

轉換階段探討企業內部或企業之間知識轉換對能力與績效的影響，然而卻鮮少有研究

將知識轉換理論運用於高等教育中，並對其研究架構進行實證分析。在高等教育中，

學生彼此間的先備特質多屬同質性高（Kahu, 2013），且教師所提供的課程與教學皆 

屬於知識的傳遞，故運用知識轉換理論於大學生能力素質的培養上，進而取得較佳的

學生學習成效，是本研究動機之二。 

除教師知識移轉外，教師教學模式與風格亦決定學生是否真正從學習歷程中取得

所需的知識與能力。過去在教學模式上可區分為教師中心（teacher-centered）與學生 

導向（student-oriented），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教學模式使學生有不同的學習發展和能力

取向（Sturm & Bogner, 2008）。教師中心模式是由教師主導整個學習過程，學生大多

數時間所專注的是講台上教師的說明與解釋（Daniels, Kalkman, & McCombs, 2001）；

教師亦向學生提供一致的教材，學生較偏向於機械式的學習模式。至於學生導向模式

則是教師將課程主導權轉移至學生，引導學生有更高頻率的發言；不會局限於單一 

教材，而是採用更多元的團隊合作學習模式（Sturm & Bogner, 2008），開放學習環境

的設計可視為高度學生導向的學習模式（Bauer & Liang, 2003）。多元互動的學習環境

可視為重要知識的取得來源。雖然學者們認為開放的學習環境有助學生培養更優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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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進而取得較佳的學習成效（Pesch, Calhoun, Schneider, & Bristow, 2008），但 

鮮少有實證研究提供完備的整合架構以驗證學生導向的重要性，故本研究在研究架構

的前置變數中加入學生導向，以了解學生導向、能力與學習成效間的關聯。這是本 

研究動機之三。 

儘管學生能從教師與開放式的學習環境中取得有價值的知識和資訊，卻無法確定

能培養優質的能力。雖然知識轉換理論指出有個體能系統地整合、內化資訊並轉化為

知識，但這論點似乎忽略學生如何使用這些有價值的知識，以及學生是否能成功內化

這些知識成為培養專屬於自身能力的基石。在組織管理研究中，Zaheer & Bell（2005）

結合了資源基礎觀點和網絡理論，認為在探討組織取得外部知識和資訊的同時，應該

重視組織吸收知識的內部能力，意指吸收能力（Cohen & Levinthal, 1990）。如同 Fabrizio

（2009）所強調的連結性（connectedness），學生應具備某種程度的方法和機制學習、

消化、轉移並應用知識，加強知識所呈現的利益。過去教育領域的研究很少談論到 

學生自身吸收、消化知識等相關議題，即使有豐富和有價值的知識與資訊，亦需考量

學生擁有的吸收能力。因此，本研究以吸收能力為知識獲取與學習成效之間的中介 

變數和重要性，是本研究動機之四。 

根據上述說明，本研究根據以下理論缺口希望提出相關研究貢獻：（1）將知識 

移轉理論運用於高等教育教師上，並且探討其教師知識移轉的成效；（2）從學生層面

探討吸收能力的培育與建立，並驗證學生能力與成效之間的關聯；（3）將行銷概念 

加入學生學習，以此討論學生導向與學習吸收能力及學習成效間的關聯。 

文獻探討與假說推論 

學生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是判斷學生學習成果的指標，衡量學習成效的目的便是給學生了解自身

的學習狀況，以作教學者和學生改善學生學習效率與效能的依據（Guay, Ratelle, & 

Chanal, 2008）。而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則視為一種品質的延伸，即評估學生學習及 

收獲以改善高等教育品質（Koslowski, 2006）。Duque & Weeks（2010）指出，學習 

成效有多種分類，可以是正式的、標準化的測驗，亦可以是教師或學生非正式、主觀

的認知（S. W. Chen, Wang, Wei, Fwu, & Hwang, 2009），或某種行為的改變（Guay et al., 

2008）。Pike, Kuh, McCormick, Ethington, & Smart（2011）探討高等教育機構的教育 

支出和學生投入程度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即提出兩項衡量學生學習成效的變數：

認知收獲（cognitive gains）與非認知收獲（non-cognitive gains）。認知收獲即指學生

的大學經驗對通識教育、寫作與口語、量化分析及批判性思考等有明顯的改善和進步；

而非認知收獲則是檢驗學生對於自我認識、與他人合作、制訂道德標準和公民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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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等面向的反應。由於校內成績的自陳項目在各大專校院無法統一，若加入成為 

分析指標可能會產生偏誤，故本研究參酌 Pike et al.的衡量方式，以認知收獲與非認知

收獲為衡量大學生學習成效的指標。 

學生吸收能力 

Cohen & Levinthal（1990）提出吸收能力概念，界定吸收能力為「企業有能力去

辨識新的價值、獲取外部知識、消化吸收並將此知識運用於商業目的上」。Nieto & 

Quevedo（2005）發展四構面為衡量吸收能力的準則，包括與外部環境的溝通、組織 

內部知識水平與經驗、知識結構的多樣性與重疊，以及策略定位。是故，當組織具有

能力去吸收新知並加以轉化並實際運用於產品、製程或制度上時，該組織便擁有優秀

的吸收能力。這種吸收能力是以既有知識為基礎發展新知識，並促進新知識的移轉。

換言之，在高等教育情境下，學生本身能力的積蓄將會決定如何應用、整合甚至開發

其核心能力的根本。Cadiz, Sawyer, & Griffith（2009）指出，個人的吸收能力是將新 

知識藉由評估（有價值資訊的辨識與過濾）、消化（將新知識轉變為可使用的知識）

及應用（使用知識）的過程。學生的吸收能力強，便會在學習過程中產生新的想法，

甚至在團隊合作完成教師所交待的任務過程中，強化知識移轉的效率（Wang & Ahmed, 

2007）。吸收能力的衡量之所以相當複雜且未有定論，原因還是在於知識的吸收與 

知識在學生內部消化的作用相當抽象且較為隱性。Zahra & George（2002）提出吸收 

能力是經由知識的獲取，並進行知識同化、傳遞進而加以利用。 

吸收能力在知識轉換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學生在轉化外在新知識的過程中，將

透過社會化過程（Yeoh, 2009），與教師鑲嵌在互惠合作與信任的關係中，彼此的互動

增加，有助改善師生之間的溝通和知識交換的效率。Jiang, Gao, & Li（2008）認為， 

學生若具有較佳的吸收能力，可改善利用課堂知識的能力，消化新知識將更有效率，

並對外在新知識有更深切的了解，專業能力和一般能力都得以提升。換言之，學生若

不具備這樣的吸收能力，則無法完全消化和應用從教師那裏移轉來的內隱知識或外顯

知識（T. J. Chen, 2003）。 

學生學習成效的組成包含經過學習後所取得的知識及技能（Pike et al., 2011），在

高等教育的學習情境中，知識接收端若無存在吸收知識的能力，即使教師或學校傳遞

的知識再富有價值，學生亦未必能將這些知識反映在最終的學習成效上。具有足夠 

吸收能力的學生，會透過共同的興趣和語言對知識的內涵進行開放式的溝通與交換，

並保留有價值的知識（Cadiz et al., 2009; Wenger, 1998），這樣對其學習成效亦有正向

影響。Nor, Nor, Daud, & Kamaruddin（2012）的研究指出，學生具有吸收能力，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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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存在優越的先備知識和學業成就，他們能有效移轉並應用知識，用以改善學習 

相關知識的效率，進而提升學習成效。本研究根據上述說明，推論以下假設： 

 假設 1，學生吸收能力與學生學習成效有正向關聯。 

教師知識移轉 

根據認知學習觀點，學生能夠利用本身的能力和資源，建立專屬的核心能力， 

透過使用能力以形塑就業力。無論是知識的取得、蓄積或創造，都必定受到知識移轉

過程的影響；惟有透過知識轉換，方能有效創造新知識以應用於管理流程中，為個體

創造價值（Walter, Lechner, & Kellermanns, 2007）。然而，當學生缺乏某種所需的知識

時，則會透過教師的教學或學習模式將此知識從外部移轉進來。知識是經由學習或 

經驗後而存在於人類的心智中，且之後會隨着經驗而逐漸增長，涉及個人的信仰、 

判斷與價值認知，是以除了外顯的文字行為外，還包括內隱的心智歷程。Polanyi 

（1962）區分了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內隱知識意指知識為非言語化、直覺的且無法

具體詳述。然而，內隱與外顯知識的區分不應視為二分法，而應視為一連續帶（Nonaka 

& von Krogh, 2009），從體現在具體產品及流程的外顯知識，到體現在個人認知及 

組織常規中需經由經驗和使用所獲取的內隱知識（Inkpen & Dinur, 1998; Zhou, Siu, & 

Wang, 2010）。根據上述說明，本研究界定教師知識移轉為一種學習過程，教師將 

透過知識外化的方式，將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傳遞予學生，並使學生能與本身的知識

結合。 

教師知識移轉有助學生學習到更豐富的知識內涵，這除了有賴教師的教學經驗 

外，亦需要學習環境的配合。如上所述，知識移轉是一種學習過程，在這過程中包含

了學習環境的改變、課程任務的指派或教師教學風格的轉換。根據知識移轉的特質，

雖然內隱知識比外顯知識更難移轉，但教師透過某種學習模式，使學生獲取知識的 

價值。其中，透過運用外顯知識，有助提升一般工作能力和專業工作能力，而教師的

內隱知識則可促進學習效率及效能的改善，進而提升學生的工作態度和自信心。在 

一般能力和專業能力中，外顯知識扮演了不可或缺的角色，當中最重要的是與內隱 

知識的相互結合，以增強創新的動能。此外，Teigland & Wasko（2009）認為，外顯 

知識移轉將有助於學生之間知識的再利用，除了可解決共同問題外，在與老師的互動

過程中，亦可創造新的知識；相反，經由內隱知識的移轉和整合，除了可創造新的 

知識外，亦能產生新的想法和新奇的解決方法。因此，本研究推論以下假設： 

 假設 2，教師知識移轉與學生學習成效有正向關聯。 

 假設 3，教師知識移轉與學生吸收能力有正向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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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導向模式 

行銷文獻中廣泛滿足了「為何（why）要使組織更具顧客導向」這議題，並與 

優越的組織績效相關。這種顧客導向與 Deshpandé & Webster（1989）提出的行銷概念

相似，認為「行銷概念是一個組織的獨特文化，使組織以顧客為中心來思考策略和 

作業的方向」。換言之，若組織強調行銷導向的功能與運作，代表建立並維持一種 

組織文化；許多研究亦證實這樣能充分了解目標顧客，可以預測他們的需求並持續為

他們創造卓越的價值（Deshpandé, Farley, & Webster, 1993; Narver & Slater, 1990）。 

美國許多高等教育機構自 2001 年開始從行銷的角度討論品牌價值、品牌權益，並

建立長期的品牌信賴度。辛辛納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於 2001 年的品牌 

年報中提到「辛辛納提大學品牌是基於自身的品牌本質、品牌特徵和品牌屬性，以 

創造競爭學校之間的差異」（The UC brand is based on its brand essence, brand character 

and brand attributes, creating a point of difference among competing universities.）；2002

年，夏威夷大學系統則廣納品牌策略團隊來建立該大學系統的品牌定位。這些都意味

眾多高等教育機構察覺到他們身處於高度競爭與持續變動的環境，而這樣的環境則 

提供他們機會從全世界中爭取優秀的學生前來就讀。在加州大學系統中，有 130 所 

高等教育機構致力於吸引並留住學生。由此可知，歐美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開始從 

行銷交換觀點來看待大學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以建立競爭優勢（Bristow & Amyx, 2006; 

Krush, Bristow, & Schneider, 2006）。大學的教職人員開始將行銷概念應用在學術單位

中，並認識到採用顧客導向的重要性。這樣的概念意味大學不單滿足學生的需求，更

不計成本地為學生提供高品質的教育體驗，把學生視為重要的顧客，進而提出學生導

向的概念。因此，本研究界定學生導向為學校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所建構的組織文化，

各行政與學術單位應重視學生的學習需求並提供友善的學習環境，以解決學生在學習

上遇到的困難。 

如上所述，學生導向意旨高等教育機構採用行銷概念的顧客導向，其本質在於 

建立一種內部行銷文化，將學生視為顧客般滿足其需求，進而創造學生價值。然而，

學校文化的建立與維持並非如修改章程條文般容易，而須遵循時間路徑的發展，並由

上而下地逐層建構。當高等教育機構具有高度的學生導向，機構教職員便能提供學生

專屬的服務接觸體驗，使學生感受到機構的用心與努力，降低休學或輟學的可能，以

學業成功與學業成就為目標，使機構增加留住學生的機會（Pesch et al., 2008）。學者

們認為，具學生導向的高等教育機構能幫助學生最適度且理性地調整他們的興趣和 

需求（Olssen & Peters, 2005）；為了提供友善的教育體驗，機構將學生視為專業產出

的顧客，並傾聽和滿足學生的需要與欲求（Desai, Damewood, & Jones, 2001）。當機構

能傳遞學生所需的教育體驗與學習需求時，學生感受到機構對於滿足學習需求的承諾

（Browne, 2010; Pesch et al., 2008），則會反映在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品質提升上；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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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更能接受教師引導，確實地從事知識與技能的學習，進而令教學更有效（Koris & 

Nokelainen, 2015）。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4，學生導向模式與學生學習成效有正向關聯。 

 假設 5，學生導向模式與學生吸收能力有正向關聯。 

學生先備能力之調節效果 

人們對現況與資訊的解釋取決於自我知覺。自我知覺可分辨事物和人們所處的 

環境（Roth, 2006）。換言之，自我知覺雖然可用以幫助學習者學習，但學習者不一定

了解自我知覺（Mathai & Ramadas, 2009; Treagust, Chittleborough, & Mamiala, 2002）。

先備能力的功能在於協助學習者理解外部知識與資訊，並將其知識內涵與學習者本身

的先備能力結合，進而產生更豐富的先備能力基礎。因此，先備能力並非一成不變，

而是具備路徑相依的特性，隨着時間而增長，且視乎學習者的學習態度和學習動機而

強化自身的先備能力。Simcock & DeLoache（2006）從圖形詮釋的角度，探討個體 

需要一些圖形能力的階層，包括知覺、解釋及了解圖形本質並使用的能力，而領域特

定知識會影響從複雜圖形中選擇信息和編碼，以及從轉譯的信息中進行解釋和推論

（Canham & Hegarty, 2010）。綜上所述，學生先備能力可界定為學生在吸收知識之前

所具備的知識基礎，它能令學生知覺、解釋外部知識並進行編碼與詮釋，以面對環境

中所存在的不確定性因素。 

在探討學生先備能力的研究中，學者以不同的理論基礎探討先備能力的效果。 

雖然有些實證研究指出，先備能力對於學習者的學習績效不具有任何效果（Mishra & 

Yadav, 2006; Müller-Kalthoff & Möller, 2003; Potelle & Rouet, 2003），但仍有不少學者

認為先備能力與學習有顯著的關聯。Amadieu, Tricot, & Mariné（2009）運用認知負荷

理論（cognitive load theory）研究學習者先備能力在學習電子文件上的效果，認為具有

高度先備能力的學習者能運用自身的心智模式處理資訊，並組織自己的研讀路徑。 

此外，具有高度先備能力的學習者發生學習迷惑的程度將低於低度學習者（Jenkins, 

Corritore, & Wiedenbeck, 2003; Mishra & Yadav, 2006），但亦有研究發現對於主觀的 

學習迷惑並無顯著的關聯（Calisir & Gurel, 2003; Müller-Kalthoff & Möller, 2003）。 

原因可能在於，學習者對於外顯且書面可循的知識，即使具備高度的先備能力，其 

效果可能有限；但對於內隱且複雜的知識資訊，高度先備能力的學習者將會更為仔細

且深度探究其知識內涵（Jenkins et al., 2003），並有助於將這些探究過程轉化為自身的

吸收能力。綜上所述，本研究推論以下假設： 

 假設 6，學生先備能力愈高，將正向調節教師知識移轉與吸收能力之間的關係。 

圖一顯示本研究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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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架構 

 

 

 

 

 

 

 

 

 

 

研究方法 

抽樣設計 

由於本研究採用的潛在變數涉及學校的內部運作和教師的教學設計，若只回收 

單一屬性學校的樣本，可能無法將研究成果推展至不同屬性的學校。因此，本研究於

抽樣前，即考量不同的學校特質，如地理區位、學校規模、學校類別和學校屬性等 

因素，以增加研究的普遍性程度，並採取立意抽樣方式，以上述因素考量來篩選、 

抽樣大學。其中，地理區位分為北、中、南地區，學校規模分為大、中、小規模， 

類別分為一般大學和科技大學，學校屬性則分為國立和私立。在抽樣的大學中，國立

學校共計 7 所，私立學校 9 所。 

問卷發放與回收時間為 2018 年 4–6 月，共計收回 822 份問卷，經問卷檢核後， 

其中 21 份因多數題項漏填而被剔除，有效問卷有 801 份。男性學生佔 46.8%，女性 

學生佔 53.2%；二年級學生佔 33.4%，三年級學生 35.6%，四年級學生 31.0%；就讀 

社會科學專業的佔 57.5%，自然科學專業的佔 42.5%。在 801 位學生中，來自一般大學

的佔 83.4%，來自科技大學的佔 16.6%；此外，來自國立大學的佔 67.4%，來自私立 

大學的佔 32.6%。 

本研究將所有回收問卷依學校屬性分為國立與私立兩群，國立大學回收群共有 

540 份，私立大學回收群則有 261 份。無反應偏差檢定結果顯示，各主要構面和樣本

基本資料中，皆無顯著差異，意味資料未顯示任何嚴重的反應偏差問題。 

先備能力 

知識移轉 

學生導向 

吸收能力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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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潛在變數定義及研究工具內涵 

「學生學習成效」可分為「認知獲益」和「非認知獲益」兩個層面。本研究採 Pike 

et al.（2011）提出的量表，認知獲益量表包含 9 個題項，要求受測者指出在學校學習

經驗過程中進步的程度高低，範圍涵蓋通識教育、寫作與口語表達、量化分析及批判

性思考等；非認知獲益則是來自受測者對於自我了解、團隊作業、發展道德標準和 

公民／社群參與的反應和認知，共計 7 個題項。 

在「吸收能力」部分，為了解學生對吸收能力的認知程度，本研究界定吸收能力

是將新知識藉由評估（有價值資訊的辨識與過濾）、消化（將新知識轉變為可使用的

知識）和應用（使用知識）的過程。問卷採用 Cadiz et al.（2009）所設計的量表， 

包含了評估（assessment）（3 題）（如：我能闡釋對我最有價值的知識）、消化 

（assimilation）（3 題）（如：我容易看到知識間的關聯性）和應用（application） 

（3 題）（如：我能在學習中融入新的知識與技術）三項衡量潛在變數。 

「教師知識移轉」採用 Zhou et al.（2010）發展的「外顯知識」（5 題）（如： 

教師能具體說明課程要求和教學教材）與「內隱知識」（4 題）（如：教師會與學生

討論任務執行時的訣竅）量表，其中「外顯知識」衡量發生在課堂上的任何知識。 

「學生導向量表」採用 Pesch et al.（2008）設計的量表，共有 7 個題項，要求 

受測者陳述對學校所進行的教育產生的任何支持感受與認知，其題項如：學校願意 

幫助學生達成他們的目標；學校會考量學生的需求；學校認為學生是重要的等等。 

「學生先備能力」則採用 Silva, Lourtie, & Aires（2013）所發展的 10 項重要技能，

要求學生評定自己進入課程學習情境前即已具備的各項知能程度，包含問題解決、 

規劃、自我意識、批判性分析、決策制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全球化意識、應用 

學科的了解、團隊合作和學習意願。所有題項皆採用李克特 5 點尺度量表，1 代表 

非常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分析結果 

測量模型衡量 

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分析，其樣本

數達 801 份，符合 SEM 分析的樣本數要求，除可提升模式的穩定性和配適度外，亦 

增加研究的普遍性程度。效度測量則分為「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兩種（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 2010），本研究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進行檢測，採用 Amos 21 的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進行估計，

並參考 Fornell & Larcker（1981）評估收斂效度的標準：（1）所有標準化項目負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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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於 .50 且達顯著水準；（2）組合信度值（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要大於 .70；

和（3）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要大於 .50。本研究各構面

的 AVE 介於 .54–.72 間，CR 值介於 .80–.95 間，且各潛在變數的配適度均呈現良好，

顯示研究模式各潛在變數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另本研究參考 Capron（1999）評估區別效度的標準，即當 AVE 的開根號值大於

該構面相關係數的絕對值時，即支持區別效度的存在。研究結果如表一的對角線顯 

示，AVE 的開根號值均大於相關係數表上直欄橫列的其他係數的絕對值，故本研究 

具有區別效度。 

表一：信效度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 認知獲益 .74         

2. 非認知獲益 .70** .75        

3. 評估 .03 –.01 .82       

4. 消化 –.01 –.02 .70** .76      

5. 應用 .01 .01 .71** .73** .83     

6. 內隱知識 .06 .04 .45** .51** .49** .85    

7. 外顯知識 .04 .02 .42** .48** .45** .84** .84   

8. 學生導向 –.02 –.04 .48** .37** .42** .51** .55** .84  

9. 先備能力 .01 –.02 .65** .58** .60** .40** .41** .47** .76 

平均數 3.46 3.65 3.57 3.77 3.68 3.93 3.90 3.42 3.43 

標準差 0.57 0.63 0.68 0.65 0.69 0.67 0.67 0.77 0.67 

** p < .01 

結構模式之適切性檢驗 

本研究將上述各個潛在變數的測量模式，依研究架構建立結構模式，並採用 SEM

驗證理論的模式配適度。Bagozzi & Yi（1988）認為模式配適度的檢定應考量樣本大小

的問題，並建議以 χ
2值及其自由度比值來衡量模式配適度時，一般以不超過 3 為標準

（Hair et al., 2010）。本研究分析 801 份有效問卷，結果如表二所示，χ
2值及其自由度

比值小於 3，GFI、AGFI、NFI、CFI、IFI 皆超過 .90，RMSEA 小於 .08，PNFI 大於 .50

（Hair et al., 2010），故本研究模式的配適度應在可接受範圍。 

結構模式觀察指標關係驗證 

本研究參酌相關文獻，採用項目組合（item parceling）來進行 SEM（Hau & Marsh, 

2004），亦即分別將各研究構面題項中負荷量最高和最低的題項合併，次高和次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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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結構模式配適指標 

衡量指標 理想評鑑結果 實證結果 

χ2 與其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的比值 < 3.00 2.89 

配適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90 .97 

調整後的配適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 .90 .95 

漸近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8 .05 

基準配適度指標（normed fit index, NFI） > .90 .98 

比較配適度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90 .99 

增值適度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 .90 .99 

精簡基準配適度指標（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 PNFI） > .50 .70 

 

題項合併，以此類推。研究結果如圖二所示，「學生吸收能力」對學生學習成效的 

路徑係數為 –.03（p > .10），假設 1 未能獲得支持。再者，「教師知識移轉」對學生

學習成效的路徑係數為 .12（p < .01），假設 2 獲得支持，代表教師知識移轉的深度和

廣度愈高，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這結果與相關分析有落差，原因可能在於相關

分析主要呈現變數間一對一的相關係數，並不意味在結構模型中亦有相同結果，結構

模型中可能會受到其他潛在變數的影響而與相關分析結果有差異。同樣，「教師知識

移轉」對學生吸收能力的路徑係數為 .47（p < .001），假設 3 亦獲得支持。此外，「學

生導向」對學生學習成效的路徑係數為 –.09（p > .10），顯示學校若建構學生導向 

文化，將難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故假設 4 未能獲得支持。但「學生導向」對學生

吸收能力的路徑係數卻為 .22（p < .001），顯示學校持續加強「學生導向」的行銷 

概念，將會增強學生在知識上的吸收能力，故假設 5 獲得支持。 

圖二：結構模型之路徑係數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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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變項之驗證 

學者們對於學習成效的衡量不盡相同，會因為研究目的、研究樣本、研究動機而

產生差異。本研究加入相關的控制變項（性別、學科、學校屬性和學校類別），降低

變項在樣本間的變異程度。於進行迴歸分析前，由於調節變項的設定源於教師知識 

移轉與學生先備能力的相乘，其自變數間可能產生嚴重的共線性問題，故採用 Aiken & 

West（1991）的建議，在增設交乘項前對相關變數進行平減化，以平減化後的數據 

增設教師知識移轉與學生先備能力的交乘項，避免產生共線性。 

在迴歸模式中，將學生先備能力調節變項的交互效果加入教師知識移轉對學生 

吸收能力的影響。從表三可見，在教師知識移轉與學生吸收能力間存在顯著的交互 

效果（β = .07*），故假設 6 成立。模式 4 和模式 3 的係數強度相較有增強趨勢，原因

可能在於加入調節變項後，對於依變數的解釋變異增強所致。 

表三：先備能力之調節效果分析 

 
吸收能力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控制變數     

 性別 –.02 –.06 .01 .00 

 社會科學專業 .01 .05 .05 .05 

 國立大學 .01 .01 –.05 –.05 

 一般大學 –.14* –.06 .03 .02 

自變數     

 知識移轉  .55*** .30*** .31*** 

 先備能力   .57*** .59*** 

調節效果     

 知識移轉 × 先備能力    .07* 

F 值 2.018^ 44.66*** 105.34*** 91.54*** 

R2 .016 .307 .557 .561 

Adj R2 .008 .301 .552 .555 

ΔR2 .016 .291 .250 .004 

Max VIF 1.29 1.29 1.31 1.36 

^ p < .10; * p < .05; *** p < .001 

 

為進一步驗證上述討論，本研究再以非階層集群分析的 K 平均數法（K-means 

method）將先備能力分為高度與低度兩群（王保進，2004），以求出適當的集群數目

和最佳的分類結果，再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驗證兩群樣本的平均值是否有顯著差異。

結果顯示，在知識移轉（t = 11.03, p > .001）和吸收能力（t = 16.76, p > .001）表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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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備能力高群（n = 433）顯著優於低群（n = 368），這說明不同程度的先備能力在 

知識移轉與吸收能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以此分類群組進行迴歸曲線估計，在知識移轉與先備能力對吸收能力中 

取得兩條迴歸模式，以繪製迴歸曲線圖檢視其調節效果。圖三為典型先備能力的顯著

交互效果：知識移轉與吸收能力的調節關係，斜率在高、低先備能力群組皆為正向 

顯著，預測方向於高先備能力群組具有較高值（β = .419），對應在低先備能力群組則

具有較低值（β = .388）。上述結果與假設 6 一致，說明惟有在先備能力下，方能彰顯

知識移轉對吸收能力的正向影響。 

圖三：知識移轉與先備能力交互效果對吸收能力之曲線圖 

 

 

 

 

 

 

 

 

 

 

 

 

 

 

結論與建議 

討 論 

在驗證教師知識移轉與學生學習成效的過程中，本研究結果與 Jiang et al.（2008）、

Yeoh（2009）的主張，以及何希慧、秦夢群、彭耀平、陳榮政（2017）的研究成果 

相同，將知識轉換理論運用於解釋學生能力的培養和建立，具有顯著的解釋效果。 

過去知識移轉的相關理論多數探討組織或企業在知識管理上的處理及其作用（Inkpen 

& Dinur, 1998; Nonaka & von Krogh, 2009; Zhou et al., 2010），本研究在教師的基礎上

發展知識移轉對學生所產生的學習效果，並驗證其存在的重要性（D. R. Sadl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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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顯示管理理論於高等教育情境下的相容性，充分展現跨領域研究的多元發展，亦 

驗證跨領域研究的可行性。 

除知識移轉理論外，本研究亦驗證 Deshpandé & Webster（1989）所提出的行銷概

念運用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必要性。如同學者們的論述（Bristow & Amyx 2006; Krush  

et al., 2006; Pesch et al., 2008），高等教育機構將參酌顧客導向觀點，建構學生導向 

文化，使學校內的行政和學術單位皆以學生學習為本位而提供滿足學生需求的服務，

進而改善學生欲求的學習環境和課程教學內容，使學生願意投入學習而增強其能力。

本研究結果亦與 Cho（2012）、Blömeke（2012）的論述相同：學生導向能使教師採用

有效的教學策略，並提供學生所需的知識內容與互動回饋，以培養學生吸收能力的 

基礎。 

然而，有趣的是，本研究推論學生吸收能力與學習成效應具正向效果，但研究 

結果與推論迥異，表示本研究推論與 D. R. Sadler（2010）的主張不同。他認為學生 

能力的發展是一個複雜且動態的過程，過程中涵蓋課程的作業品質、吸收內隱知識與

實際知識和能力、獲取教師的回饋意見（T. D. Sadler, 2009）和專業知識的學習品質 

等，由眾多因素形塑學生應具備的能力。然而，吸收能力與學習成效間的關係沒有 

關聯和正向相關，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吸收能力的衡量變數量表發展是修正自企業

角度的量表（Cadiz et al., 2009），雖然經過信度和效度分析可知量表的可行性，但在

量表使用的成熟度上仍需再修正，進一步轉換為學生學習專屬的量表；其次，如同 

Carini, Kuh, & Klein（2006）的研究所敘述，吸收能力與學習成效如同學習投入與學業

成就那樣，會隨着大學生活經歷、課程參與及投入程度而有所差異，因此資料收集的

非對稱性（asynchrony）亦可能解釋這相關不顯著的結果。對此，學生吸收能力與學生

學習成效兩者存在套套邏輯（tautology）的循環推論，因果仍有待驗證。本研究的 

貢獻在於驗證學習吸收能力與學生學習成效間並無關聯，可提供未來研究者從不同 

角度思考兩者的關係。 

吸收能力在知識轉換過程中更不具中介效果，這與本研究所構建的「知識來源 

取得能力建構成效展現」的架構模型有落差，亦不符 Jiang et al.（2008）的主張。

原因可能在於，企業個體與學生個體在能力及成效上具有認知差異，學者們認為在 

企業情境中能力與績效具有正向關聯（Cohen & Levinthal, 1990; Nieto & Quevedo, 

2005），但在學生學習情境下，卻鮮少有研究釐清兩者能力與成效之間的差異。 

最後，學生先備能力調節的研究結果與 Jenkins et al.（2003）和 Mishra & Yadav 

（2006）的主張相同：學生在進入學習情境中，需要有適度的知識基礎，方能理解與

消化教師在課程中所提出的概念和觀點。然而，Seery（2009）指出，在探討先備能力

的同時，應加入性別和學科上的差異，因為女性學生在閱讀技能的使用上較為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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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性學生則在科學知識上有較佳表現（O’Reilly & McNamara, 2007）。未來若能 

加入不同的背景因素來探討先備能力的影響，則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 

結 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知識來源的取得對於學生吸收能力和學生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

影響，表示教師在課堂上對於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的傳授，將有助於培養吸收知識的

能力，並反映在學習成效上。這結果意味教師在學生學習歷程中所扮演的知識傳遞者

角色具有絕對的重要性，教師除了傳授專業課程的表徵知識外，亦需要與學生進行 

深度的溝通和互動，以內隱知識外化的方式提供學生學習路徑，增強他們將內隱與 

外顯知識納為己用的能力，逐步鞏固學生的能力基礎。 

再者，學生導向文化與學生學習間關係的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導向只對學生吸收

能力具正向影響，而未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意味學生感受到學校的善意和提供資源

的承諾時，相對地能善用各項學習資源和服務。這一現象或未能展現在課程教學中，

但在課後時間能改善學生自主學習的意願，進一步提升其自我知識吸收的能力。 

然而，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導向與學生學習成效沒有關聯，與過去文獻推論迥異

（Cho, 2012）。原因可能在於學生導向是為高等教育機構所推動的準則、規範和行銷

概念，這一文化需要時間潛移默化地散播至機構內所有行政單位和學術單位成員， 

間接地反映在學生學習上。此外，Hollins（2009）、Pesch et al.（2008）的研究都把 

學生續讀率視為改善的標的，而非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欲討論的項目，其依變數的差異

可能是關聯性不顯著的因素。 

本研究推論學生吸收能力對學生學習成效有正向影響，但結果顯示兩者不存在 

任何關聯，與本研究推論相異。原因可能在於學生吸收能力亦是學生學習成效的一環，

彼此之間並無前後影響的關聯，導致學生吸收能力未能對學習成效發揮效果。此外，

學生吸收能力在中介效果的驗證中，效果亦不明顯，表示學生吸收能力與學習成效間

的關係應須釐清得更為明確。本研究結果又發現，學生先備能力將正向調節教師知識

移轉與學生吸收能力間的關係，與本研究推論相同。這一研究發現明確指出，在知識

轉換的過程中，學生先備能力的多寡將決定知識獲取和知識內化的數量，並反映在 

個人能力的累積與發展上。 

啟示與建議 

教師不單需要提供學生在專業課程上的表徵知識，亦須提供深度且多元的輔導 

服務；然而，學生對於學習的需求隨着時間而改變，雖然學生會將各項需求反應在 

教學評量上，但只能作教師未來教學風格調整上的參考。本研究建議，無論是外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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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還是內隱知識的傳遞，都需要有效且明確的教學與課程設計，特別是內隱知識的

引導與學習，更應透過知識外化的設計來呈現。因此，教師應在課程中多增加實作與

案例討論的次數，從引導者的角色出發，引領學生思考進而解決問題，透過「做中學」

的方式學習更能提升學生在知識上的吸收與轉化。 

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其評估重點應着重於動態的學習過程，關注學習者之間的

互動和解決問題的執行能力。學校在加強學生導向層面的同時，將可獲得內部與外部

利益。在內部利益部分，學生知覺到學校願意投入辦學資源並提升輔導服務，則會 

主動使用有利於學習的硬體設施和環境，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與態度，進而增加

學生課前準備的吸收能力。在外部利益部分，將行銷概念訴諸學校內部行政單位和 

學術單位的日常任務中，將建立學生的口碑，藉此創造學校的長期品牌權益和聲譽，

進一步增進外部利害關係人對學校的正面認知效果。學生導向文化應由上而下層層 

落實，學校管理階層應該着重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增加與學生的溝通，降低學校與

學生間的溝通斷層。因此，本研究建議，學校管理階層應該在每個學期與學生代表 

進行數次的互動與溝通，建立良好的共識，學校從學生代表的回饋中反思改進之處，

在合理且可行情況下提供學生所需的學習條件，並在一段時間內調查學生的滿意度，

從中再調整任務的執行與決策過程，例如圖書館藏書量的調整和學生自學空間的增加

等。 

在同一班級中，每位學生的先備能力皆不同，教師在知識的傳遞和學生在教育 

體驗的成果上都不一，故在教學實務上應先考量學生先備能力的同質性。因此，本 

研究建議，課程分級分流是辨別學生先備能力的前哨站，從課程分級分流中取得分類

的結果，並將各項資訊提供給班級導師或課程輔導老師；在專業課程開始之初，先由

班級導師加以輔導，期望能達到學生之間知識基礎的同質性，同時亦能達到物以類聚

的效果，學生在課業任務的討論上都能提出自己的觀點，而非無所作為地令學生無所

適從。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結果對知識轉換理論、學生導向和學生學習成效皆有貢獻，但仍存在某些

限制，值得未來研究者進一步探討，以彌補理論的不足。首先，過去知識轉換在商業

管理領域已取得相當的發展地位，惟較少研究投入在高等教育情境下探討教師知識 

移轉與吸收能力和學習成效的關係。雖然本研究以知識轉換理論建構吸收能力與學習

成效的前置構面（教師知識移轉與學習導向），而研究成果亦對學習理論提出重要的

發現，但仍有其他理論適用於解釋如何增強學生學習能力和成效，如自我調整理論、

社會認知理論、需求層級理論等。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遵循不同的理論模式，以 

建構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相關知識來源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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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研究中顯示，學生導向與學生吸收能力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不具正向影響，

與本研究推論不符，原因可能除了上述所提及研究工具的合用性問題外，亦可能忽略

了其他因素的影響。由於本研究架構是透過結合行銷理論，探討學生導向和吸收能力

與學習成效的關聯，當中的關係或許存在干擾或中介變數的影響。因此，未來研究者

可加入相關的干擾或中介變數，探討知識來源學習能力學習成效的路徑，以增加

學生學習理論的合理性。 

再者，本研究要求受測者填答所設計的問卷量表，主要是因為實際學業成績屬 

個人隱私，不易取得。然回自陳的表現亦可能有誤差，未來若能在顧及研究倫理的 

條件下蒐集學生的實際學業成績，或許能更了解知識取得來源與學習能力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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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 Knowledge Transfer and Student Orientation  

Design on Student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Learning Outcome:  

Student Prior Knowledge as the Moderator 

Michael Yao-Ping PENG, Yan-Hua ZHU, Yan XU, & Ching-Chang LEE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students, and previous studies 

all concluded with predetermined variables based on different theories and explored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se theori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In this study, two important antecedents, 

teachers’ knowledge transfer and student orientation, were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the 

knowledge conversion theory and the marketing concept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various 

factors within the structural model. Purposive sampling was adopted to select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as samples. Efforts were made for balancing the sample numbers of various groups  

in order to reduce possible deviations brought by regions and university features. A total of  

801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eachers’ knowledge transfer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learning outcomes; student orientation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absorptive capacity; prior knowledge of students had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 knowledge transfer on students’ 

absorptive capacity. 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findings, this study suggested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present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nd gav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teacher’s knowledge transfer; student orientation; absorptive capacity; learning 

outcome; prio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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